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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形象学的二律背反

林　 曦

摘　 要：本文在归纳“跨文化形象学”中包含的四个命题的基础上，借助康德式辩证法，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四个
与之针锋相对的反题，以及各自正题、反题的证明路径。这四个二律背反使得我们能够讨论跨文化形象学如何在后形而
上学时代去实现建设性的“路径突破”。
关键词：跨文化形象学；二律背反
作者简介：林曦，复旦大学讲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哲学、法理学研究。电子邮箱：
ｘｉｌｉｎ＠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 ｃｎ本文得到如下项目资助：复旦大学国家建设中心“９８５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
批准号：２０１１ＳＨＫＸＺＤ０１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１１ＹＪＣ８２００６７）；第４２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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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ｍａｇｏｌｏｇｙ；ａｎｔｉｍｏｎｙ
Ａｕｔｈｏｒ：Ｌｉｎ Ｘｉ ｉｓ ａ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Ｅｍａｉｌ：ｘｉｌｉｎ＠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 ｃｎ

　 　 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天朝遥远》、《跨文化
研究》）旨在为我们提供一个解读全球范围内“中
国形象”表达和传播的宏观框架，笔者曾将这种
框架归纳为形象建构的“镜像－溢出”效应（林曦
１１ － １６）。毋庸置疑，周宁提出的这种宏观框架
采取某种特定的视角和立场，即萨义德“东方主
义”的批判立场，通过一种激进的视角，在表述和
传播“中国形象”的不同文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
“超文本”的关联。但是，采取不同立场的读者，
或许并不一定会被周宁通过这种激进立场而提出
的立论给说服。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个被罗尔
斯（Ｒａｗｌｓ）称为“合情理政治多元主义”（ｒｅａｓｏｎａ

ｂｌ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的社会中，不同的个体或者
群体，因为立场和出发点的不同，会形成各自不
同、但都合情合理的“整权性教义”（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Ｒａｗｌｓ ｘｉｉｉ － ｘｘｘｉｖ）。按照这个视
角，站在不同立场、根据不同出发点的读者，当他
面对着周宁所采用的那些材料之时，很可能会得
出不同的答案和意见。本文就是希望通过这种知
性的运用，借助康德所提出的辩证法中的“二律
背反”（Ａｎｔｉｍｏｎｉｅ）（３５７ － ８６），来说明在这种“合
情理多元主义”之下人们可能会产生的不同观
点。本文列举了四个冲突，其中所有的正题都是
从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当中归纳而来，而反题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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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能存在的、与正题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①

一、第一个冲突

正题：任何的形象建构，都必须要服从于一种
占主流地位的“想象动机”，这意味着，“中国形
象”乃是欧洲学人“集体【无意识】努力”的一种结
果。

证明：每一种形象的表述都必然是始于创作
者的某种动机，这样的一种动机和现实的“权力
政治”（Ｒｅ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韦伯６；１３１）勾连在一起，正
是在这样的一种“勾连”当中，我们发现了不同学
人、不同建构、不同表述背后的一种“超文本集体
无意识”，这样的一种“集体无意识”，集中体现在
各种文本的“互文性”（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Ａｌｌｅｎ １ －
２０）当中。

从１２５０年开始，欧洲学人对异域的想象就一
直和他们对权力的看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
于每个历史时期当中现行的那些政治制度，欧洲
学人都是通过“想象异邦”来表达他们的态度。
从前文艺复兴时代（１２５０年左右）开始，欧洲经过
了教会统治、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制，这样
的一些形态必然会引发生活于其中的知识分子产
生各种感受，并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态度。大
体而言，这种感受、观点和态度可以分成两类，一
类是为现有制度辩护的，它赞同现有的政治，认同
其权力安排。为了突出自己的这种认同，持赞同
态度的学人就会丑化、妖魔化“想象中的异邦”，
将其作为自己国家现行制度的对立面来加以叙
述、描绘和刻画，我们可以称这种态度为“意识形
态”。另外一类则是对现行政治持激进的批判态
度，学人认为现有的制度不合理且应当被取缔，这
是一种“强”（ｓｔｒｏｎｇ）的批判态度———与之相对，
还存在一种“弱”（ｗｅａｋ）的批判态度，认为现有制
度亟待改善，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需要对其
进行完善。不管是“强”还是“弱”的批判态度，为
了突出这种“批判性”，学人会刻意地美化“异
邦”，将其视为自己国家的一面镜子，从中照出了
本国的“丑恶嘴脸”或者“瑕疵之处”，从而呼吁人
们去推翻或者改革现有制度。这样的一种批判式
态度，可以称之为“乌托邦”。

我们的态度只能是单一的一种态度，“要么”
意识形态，“要么”乌托邦，只能“非此即彼”，因

此，这两种动机就足以解释所有欧洲学人在过去
７５０年中对“中国”这个“大异邦”的想象。根据
这两种不同的想象动机，同一个中国，被塑造成了
不同的形象，它既是一个黄金遍地的“可汗的大
陆”，又是一个“野蛮的帝国”；它既是一个哲学王
贤明统治下的“孔教乌托邦”，又是一个“停滞的
大陆”；它既是一个“红色革命的圣地”，又是一个
“专制成瘾的国度”。中国在欧洲这面“墙壁”上
的倒影，到底能呈现出一副什么样的面貌，这完全
取决于那些“从地面上回到洞穴里”的学人，如何
为“被绑住手脚”的民众讲述中国的模样。而且，
这种讲述前后一致、具有高度融贯性，因而它是超
越历史的。这样的一种“超越性”，显然没法靠不
同代的学人之间通过一种明示、有意识的方式来
进行“默契配合”，而只能靠一种“超历史”的文本
关联性建构，通过赋予这些相互之间没有联系、不
是处在同一时代的学人之间一种“集体无意识”
的品格，我们借以发现了这些文本之间的那种
“非此即彼”的特性，为我们解读这种跨时空的
“中国形象”建构提供一种理论上的系统性和整
权性（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反题：欧洲学者对“中国形象”的兴趣仅仅只
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强调中国形象建构是一
种“集体”努力则抹煞了学人著书立说中的个体
性色彩。

证明：各个学人在建构“中国形象”的时候主
要依据的是自己个人的学术兴趣和爱好。从个体
的角度来讲，每个人的知识背景、成长经历和学术
取向都各不相同，因此，每个人对某种“异邦”形
象的建构，其想象的动机也一定是多元的。“知
识权力学”虽然能够让我们把不同的文本按照数
量有限的“脉络”整合、串联起来，但是，这种视角
同样“阉割”了文本建构当中的“多元性”和“多样
化”。

首先，学人对于“异域想象”的兴趣，可能是
多种多样的，不一定以“知识与权力的勾连关系”
为出发点。知识作为“文化／符号系统”，按照“韦
伯式马克思主义”（Ｗｅｂｅｒｉａ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的区分，至
少可以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科学—认知、道德—实
践、艺术—审美（Ｄａｈｍｓ １８１ － ２００）。按照这样的
一个区分，知识作为一种独立于经济和行政系统
的“文化符号体系”，它必然拥有自主的逻辑。按
照这种自主的逻辑，对“异邦”的想象，也许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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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满足学人的求知欲，去了解不同的异域文化，这
是一种“科学—认知”的动机；也许是为了提升个
人或团体的品行和操守，这是一种“道德—实践”
的动机；或者，也有可能是为了了解不同的艺术借
以陶冶个人的审美情操和性情，这是一种“艺
术—审美”的动机。即便我们承认跨文化形象学
有关“任何想象都必先有动机”的假设，但是，“什
么样的动机”，在这一点上，多元论和二元论将存
在根本的分歧。

其次，即便学人进行“异邦想象”的出发点是
在于与权力相关的“想象动机”，这样的“动机”也
不见得就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事物。“乌托邦”
与“意识形态”尽管是两大心理动机，但是不见得
就是一种单一、排他、独断的心理动机。动机组合
的“多样性”在这种“二元对立”的预设中被排除
了。如果说我们在上一段中主要表达的是一种反
对“唯权力论”的立场，那么，在这里，我们将要努
力说明的是，即便我们同意了这种“唯权力论”的
立场，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开放出多元、多样的可能
性出来。即便我们对“异域”想象的出发点是去
迎合我们心里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态度，但是，这种
态度也不一定是“非爱即恨”，它也许是“爱中有
恨”或者“恨中有爱”，或者“不爱不恨”———仅仅
从功利、利益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政治，这一点马基
雅维利为我们提供了典范（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 １２０）。这
样一种“非此即彼”的假设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
我们对政治态度多元性的否弃。如果说“非爱即
恨”产生出了“乌托邦”与“意识形态”，那么“爱
中有恨”或者“不爱不恨”则会产生出不同于乌托
邦和意识形态的态度。比如，“爱恨交织”有可能
产生一种相对公平的“异域”想象，既讲缺点、又
讲优点，就不再是“乌托邦”或者“意识形态”那样
呈现出“一面倒”的态势；“不爱不恨”则可能会把
这种想象的“道德基础”掏空，就是纯粹分析异域
君主或者主权者玩弄权术的伎俩和策略，变成了
一种纯粹“工具—功利主义”的考量。这样一种
“多元动机论”在和现有政治产生关联的过程中，
就会呈现出比二元论要丰富和深刻得多的画面。

二、第二个冲突

正题：“中国形象”对于欧洲建构自我身份而
言是一个重要的“他者”。

证明：欧洲确立“自我”身份的过程，同时是
一个“分化他者”的过程。换言之，欧洲的身份建
立在一个“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基础上。
这个“自我”当然就是欧洲自身，而“他者”就是欧
洲想象出来的一个“集大善／恶于一身”的“异
邦”，这个“异邦”就是中国。因此，欧洲在建立
“自我”身份的同时，必定离不开建立“他者”。在
现代性阶段，与美化、确证和抬高“自我”相对应
的是对“他者”的丑化、异化和污蔑。从这个意义
上讲，没有“他者”，便没有欧洲的现代性“自我”；
没有了对异邦的“想象”，也就无从谈起对现代性
的“确信”；没有了中国这样一个“停滞的帝国”，
就无法想象一个进步的欧洲。正因为有了这种
“善”（自我）与“恶”（他者）之间的对比，欧洲现
代性才完成了它自身权威的树立与巩固。同理，
在此之前，在前文艺复兴时期和宗教改革时期，以
及在此后１８、１９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和２０世纪
的激进左派运动时期，当欧洲需要改革自身的时
候，他们则美化中国，将其作为一面高度理想化的
“镜子”，照出自己丑陋的一面。

这样的一种“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预设，
其逻辑前提是该母体文化具有一种强烈的“外
向”（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色彩，其立场是指向了
“他者”，然后通过“他者”来确证／否定“自我”。
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这样一种外向性文化，其实
和基督教作为一种往外扩张的文化是同构的（ｈｏ
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周宁自己亦认为，西方的现代性与现
代文化观念，是从基督教伦理传统中“统一的文
化价值”当中挣扎出来的（４）。虽然这种“挣扎出
来”既是一种“路径依赖”（ｐａｔｈ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也
是一种“路径突破”（ｐａｔｈ －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②但是，我
们在这里假设它主要是一种路径依赖，由此形成
同构性。那么，基督教文化本身具有几个特征：首
先是救赎宗教；其次，它是一个扩张性的宗教
（Ｒａｗｌｓ ｘｘｉｉｉ）。按照这种同构的假设，西方文化
本身也设定自身为携带着“去开化野蛮人”的使
命（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ｒｉｃｅ）；其次，它也是一种扩张性
的文明，那么，这种文明为了扩张，就必须首先对
人进行区分（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设定自己去扩张的
范围，最简便的一个区分，莫过于“自我—他者”
的区分，这样那些不在“自我”这个范围之内的
“他者”就构成了西方文明得以无穷无尽（ａｄ ｉｎｆｉ
ｎｉｔｕｍ）扩张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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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题：“中国形象”只是一种表述，在欧洲自
我身份建构的过程当中并没有那么重要。

证明：建构“自我身份”的方式有很多种。这
种“镜像”效应———亦即通过“他者”来进行自我
“确证、怀疑或者合法化”的方式，只是其中一种。
与这种“外向”的方式不同，西方还可能采取的方
式是“向内自观”（ｉｎｗａｒｄ ｓｅｌｆ － ｉｎ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如
果我们采取克尔凯郭尔（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的视角，那
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向内自观”可以采取三
个时间维度：过去、现在和未来（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 ３ －
８１）。更具体而言，如果“向内自观”采取的是过
去的时间维度，那就是“借古讽今”，学人回到自
己的传统里面去，寻找可以建构自我身份的资源。
这样的一种取向我们都不陌生，比如，西方的民主
一直要追溯到古希腊、古雅典，尽管这种追溯在古
典学家看来是站不住脚的（Ｂｅａｒｄ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６；Ｂｅａｒｄ １５）；西方的法治，则要追溯到古罗马。
对于西方建构“自我身份”而言，民主与法治是最
重要的两个基石，它们都可以被这种“回忆”学派
从历史当中找到，而非与中国或者其他异邦的对
比。

其次，如果这些学人采取的是面向未来的时
间维度，那么，最早的鼻祖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
“理想国”，包括了此后的傅里叶、圣西门、马克思
等等。他们的视角面向“未来”，构建一个理想的
完美国度，借此来观照当下。与前面的“回忆”学
派不同，这种“未来”学派大多是对当下持批判态
度的，他们之所以要提出一个未来（其实现的可
能性不一）的愿景，就是在于对当下的失望与不
满。那么，这样的一种观点，同样不需要拿“他
者”来作对比。

最后，如果这些学人采取的是面对当下的时
间维度，那么，诚如克尔凯郭尔所言，他们就是要
从西方当下实践当中挖掘出那些值得“重复”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的东西，将其发扬光大。这样的一种
重复，既不是面向未来、拉紧甚至挣脱了现实这条
风筝线的“乌托邦式浪漫想象”，也不是那种面向
过去、沉溺在“顾影自怜”的“自我陶醉式想象”，
而是对当下、瞬间的一种总结、提炼和升华。这样
的做法，我们在启蒙时期的欧洲学人身上看得最
为明显，孔德提倡一种“实证化”的社会学研究进
路，本身就是对欧洲当下的总结和对历史的否弃
（Ｃｏｍｔｅ ５ － ４６）。同理，这种方式不需要参照“中

国”或者任何一个异邦的实践。

三、第三个冲突

正题：“中国形象”携带着“西方霸权”的烙
印，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和确证。

证明：按照上述第二个正题“西方文化具有
外向性”，那么，我们可以推论出，西方对“中国形
象”的建构，这种努力本身是具有扩张性的。在
周宁看来，“西方现代性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
表现出强大的形塑力。这种形塑力的来源是根植
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的两种相互关联的核心力
量：一是自我认同，二是异己分化。西方现代性的
自我认同力不仅表现在西方文化内部趋向凝聚，
还表现在西方文化面对非西方文化不断施展的向
心性的吸引力”（１３）。按照这种观点，一种扩张
性的文明，其表现会是“对内凝聚—对外涵化”的
一组关系，这种“对外涵化”当然不是一种在自
愿、平等条件下进行的“异域文化体验”，而是一
种夹带着权力、殖民与霸权的过程。这种扩张性
的文明，不一定要死守一个僵化的想象，相反，作
为一种能力，其扩张性可以在不同的想象当中表
达出来。以中国为例，在西方的想象当中，中国的
形象是不停地在变化的，但是，“不变的是构筑中
国形象的、存在于西方现代性内在逻辑中的、具有
历史连续性活力的话语构成原则”（１５），这样的
一种原则也就是一种扩张性的想象能力和方式的
原则。

这样的一种“扩张性”，其驱动力在于过去半
个世纪当中发生的全球化。全球化既是一个对资
本、人员、物品等经济要素跨国流动进行描述的术
语，同时也是一个对西方输出自己制度、理念和意
识形态进行批判的术语。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
仅仅限于“意识形态”驱动的“中国形象妖魔化”，
也包括那些浪漫主义传统中的“中国情调”和激
进传统对“红色中国”的“浪漫化”。无论是哪种
情况，其实都是西方“中国形象”的一种“文化霸
权”。

反题：“中国形象”在全球的传播，不一定全
部都是“西方霸权”的产物，而可能在于中国实践
当中的问题。

证明：应当说，最近几十年“中国形象”的全
球化，主要是“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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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要是被西方“妖魔化”的中国形象。这种形
象既然是一种“妖魔化”，那就一定带有很大程度
上的“失真”和“霸权”。但是，如果我们采取韦伯
式的“因果多元论”（ｃａｕｓａｌ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韦伯７７ －
７９；Ｗｅｂ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１８７）视角，那么，我们会
追问，除了这种刻意的“丑化”和借助网络而设立
起来的“霸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我们应该
考虑？是不是可能因为中国在实践当中还有许多
“未被兑现的诺言”（ｕｎ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首先，西方的这种“中国形象”建构，如果是
负面的批评居多，那么，它不一定就是曼海姆—周
宁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李成在最近一次的受
访中曾提到，美国对中国的批评，并不全都是“恶
意”的，如果我们从“建设性批评”的角度来看，可
以看到，这种批评或许心存善念，是希望对方改
进。如果这种批评被全盘接受为“意识形态”，那
么，这和激进左派的立场也就相差不远。这就解
释了为何西方的批评被中国国内的毛派和激进左
派利用，来作为“全盘否认一些公认的普世价值”
的借口，这些“公认的普世价值”包括法治、民主、
人权等等（李成闫健３）。

如果我们批判地来看待李成的观点，假设他
的观点实际上是以西方模式为底版，并且假设他
接受“历史目的论”（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１ － １５）的观点，认
为中国非走上一条西方式自由民主道路不可，那
么，我们有理由反驳李成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封
闭了中国在道路选择上的多元性。但是，如果我
们认同李成的两个基本预设（即首先，“普世价
值”是存在的；其次，有些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
享有的），那么，这种基本预设，辅以一种开放式
的思维，我们就大可不必对西方表述和传播“中
国形象”进行“唯意识形态化”。相反，如果中国
的历史和选择能够给我们开放出一条不同于西方
式自由民主的“替代路径”，那我相信，所有人对
此都会喜闻乐见。但是，最关键的问题，不管我们
宣称“中国的国情如何地不同于其他国家”，我们
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制度建设和实践上面。我们可
以不搞西方式民主，但是让老百姓参政议政，把公
权力的运作“透明化”、接受各方监督，打破垄断、
让所有人平等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样一些
理念应该是人人共享和支持的价值观。我们必须
承认，中国目前的实践现状还亟待推进和改善。
因此，对“中国形象”的负面建构，如果从“因果多

元论”的角度来看，或许有可能是因为中国尚未
实现自己许诺去推进的那些价值。

四、第四个冲突

正题：“中国形象”建构都是学术权力化的产
物，需要民族国家的力量来推动。因此，这种形象
的树立与改变都是依赖民族国家来进行的。

证明：结合上述第二个冲突和第三个冲突之
中的正题，既然西方文化与基督教的扩张性存在
“同构性”，而“中国形象”流动也体现了这种“同
构性”，那么，对于这种同构的“扩张性”而言，还
有一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民族国家力量
的介入。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任何有关异邦的“形象建构”，在民族
国家出现之后，出现了一种理性化的潮流，这样的
一个理性化，也是对此前那不切实际的“原初想
象”（比如“可汗的大陆”和“孔教乌托邦”）的“祛
魅”。理性化的潮流，即是在构建自身的理论理
性和实践理性的同时，构建了一面“非理性”的镜
子来进行对比，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是
意识形态化的。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民族国家
的现代发展，其特征就是理性世界观的出现。在
此时，西方社会和文化开始以一种普遍主义和反
思性的方式来理解自己以及与异邦的差异（Ｏｗｅｎ
１４１）。从学术与权力的共生关系来看，这种形象
建构的主要载体和推动者就是民族国家。

其次，如果说启蒙时代和２０世纪是一个民族
国家推动自己的文化圈去建构中国形象的时代，
那么，到了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为这种“中国形
象”的传播提供了权力的支持、丰富的资源和全
球性的网络。西方民族国家借由各种正式组织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和非正式渠道，来输
出自己有关中国的想象和形象建构。这样的一种
文化霸权是依附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全球
范围内扩张这一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采取福柯
的知识权力观，则会看到，与马克思的经济化约论
不同，这样的一种文化霸权同时也会为这种经济
扩张披上“正当”（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的外衣，对后者进行
“合法化”（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具体而言，在推销这种
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之时，西方民族国家消
解了非西方国家在接受西方式制度和资本入侵之
时所可能产生的抵触情绪。通过构建一个被“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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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化”的中国，西方的文化霸权在非西方国家当
中的推广就获得了道德上的驱动力和说服力。

反题：“中国形象”不一定全部都是学术权力
化的产物，中间有相当一部分的“自发力量”。

证明：如果我们借助哈贝马斯对“系统”和
“生活世界”的区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正题当
中的观点基本上吻合了哈贝马斯有关“行政系统
侵入生活世界中的文化／符号体系”的基本判断。
但是，光有这样的一个判断显然还远远不够，如果
我们考虑在第一个冲突反题当中提出的“文化领
域三分说”，即文化分为“科学—认知”、“道德—
实践”和“审美—艺术”这三个领域，那么，正题当
中的学术权力观，则基本上集中在“科学—认知”
领域和“审美—艺术”领域和权力的结合之上。
在“科学—认知”领域，西方文化对“中国形象”的
建构既为自身现代性提供了确证，也为这种形象
在全球的输出扫清了障碍；在“审美—艺术”领
域，西方文化把中国建构为一个保留了传统、与现
代性格格不入的“神秘净土”。③但是，恰恰是学术
权力观在“道德—实践”领域当中的空白，为我们
进一步反思“中国形象”留出了空间。

对“道德—实践”领域，康德认为，只有我们
通过“自律”，才能达致“道德”，为此康德提出了
自由与道德内在关联的命题：“行动所依从的准
则必定是以自身成为普遍法则为目标的准则”。④
在这一领域中，道德最重要的两个标志是：普遍法
则与“人为自己立法”。所谓“人为自己立法”，就
是“一个保持自身同一的过程（人格的同一性），
所以它是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对自己负责”（邓
晓芒９１）。可见，按照康德观点，对于“道德—实
践”领域，这种与自身（的理性）保持同一⑤（ｉｄｅｎ
ｔｉｔｙ，也可译为“认同”、“身份”）是其核心要素。
应用到文化领域，那么，对于集体认同而言，它也
要依靠某种观念来维持自身的同一性。哈贝马斯
归纳了这种集体认同发展的四个阶段，与本文相
关的，则是在现代的民族国家阶段，集体认同是依
靠高度抽象的合法律性（ｌｅｇａｌｉｔｙ）、合道德性（ｍｏ
ｒａｌｉｔｙ）和主权等观念而达致的（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１１５）。
这样的一种认同对应的是我们在第二个冲突反题
当中所提到的“向内自观”。

那么，当这种普遍性的观念在全球得以传播
之时，如果要得到其他非西方社会的集体认可，则
在“道德—实践”领域也一定要满足这种反思性

的理性检验。结合上一个冲突当中反题所说的
“未被兑现的承诺”，即便是非西方社会不认同西
方模式的普遍性，但是至少在一个元原则层面上，
它们会认为至少“中国形象”指出了一些可供改
进之处。因此，如果我们接受上一个冲突反题当
中“非唯学术权力化”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看
出，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文化“中国形象”的接受，
或许未必是一种全盘接受，而是一种检验性的接
受，其本身包含了一种自发的、运用理性来进行实
践检验的道德动机和力量。借用哈耶克的术
语，⑥我们可以称之为“自发力量”（ａ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ｆｏｒｃｅ）。

结　 语

本文归纳了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的四个命
题，在运用康德式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与
之针锋相对的反题。通过这四组二律背反，我们
可以看到，对于周宁所提出的西方文化建构和传
播“中国形象”这一主题，其实可以存在不同的视
角和观点。这样的一种观念上的“诸神之争”（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ｏｆ ｇｏｄｓ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Ｗｅｂ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１４７ － ５０），其意义在于开启国际层面上的“商谈”
与“对话”。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在一个“合情理
的政治多元主义”时代，各种文化之间为相互承
认⑦而展开的斗争，还仅仅是个开始。

注释［Ｎｏ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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